
中 国 古 代 思 想 史 的 分 期

吴天明

　　摘　要：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不应是哲学理论的变化和古代王朝的兴替，而应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基本理论即治国富民理论，也就是王道思想的发展变化。 以治国理论是否成熟、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分期依

据，中国古代思想史应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约 ３０００ 年，治国思想产生并成熟，主要成果

为六经文本，这是“先王之道”时期；第二，春秋战国之交约 ８０ 年，孔子师徒祖孙继承发展“先王之道”，创造孔学，这
是“新王之道”时期；第三，战国子学约 ３００ 年，两种“王道”均式微，各种新的治国理论竞相创造，这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时期；第四，汉代至清代约 ２０００ 年，汉学、理学、心学、朴学兼容并蓄，各有千秋，但始终以“新王之道”为
思想理论的核心，这是儒学时期；第五，清末民国约 ５０ 年，学者痛感国家民族危亡，遂愤而抛弃中国全部传统思想

文化，这是全盘西化时期。 如此分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脉络都十分清晰，学者考察现代相关

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比较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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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代考古资料和古代传世文献，中国古代

国家文明史长达五千多年①。 历史如此悠久，思想

文化现象自然无比复杂，以至让人经常不知从何入

手，所以有中国思想史家曾经喟然长叹，中国思想史

虽然十分重要，但研究对象不明，研究方法纷杂，研
究过程艰难，成果又常常难以得到普遍认可。 不过，
如果我们能够吸收中国先人的智慧②，暂时撇开无

数的历史细节和理论细节，择其要者而考察之，并对

比西方以哲学和科学为理论核心的思想文化本质特

点，即可发现，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五千

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发生史和发展

史，而且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中华文明的

特质。 这条主线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一定是

生产力和社会政治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③。 这条

主线就是：那些负责治理国家、创造并引领中国主流

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贵族官僚和王官学者，即周

至清代所谓的“君子”④、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无

论他们的时代相隔多么遥远，无论其个人和学派的

具体学说、理论主张如何，始终都致力于同一件事，
就是如何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安顿天下、庇荫子孙，
同时也让自己按照社会公认的准则，合理地获取有

限的私利。 这一绵延五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

想文化，这一无数代君子心心念念的利人利己的具

体准则和实施方略，其实就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文

化的根本大纲和理论渊薮，极其繁杂而又无比光辉

灿烂的中国古代主流思想文化现象，几乎莫不植根

于此，鲜有例外。
最近百年的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治理

国家的贵族官僚和王官学者，与西方古代的宫廷学

者一样，也是哲学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

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一样，也是哲学。 这是

因为，中国现当代学者所著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以

及政、教、文、史、哲、法等现代专门学科的专门史，无
不受到以哲学和科学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思想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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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响。 中国现当代学者大多仿照西学，以哲学

理论为发展脉络，同时结合中国王朝兴替情况，给中

国古代思想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史分期，但其分期

标准明显有欠斟酌，分期结果又往往与中国古代思

想文化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故本文把中国古代思

想史的分期依据和分期结果这一问题，单独拎出来

做专门的讨论，以求教于学者方家。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点和终点

要给中国古代思想史分期，当然首先要界定时

限。 先说结论，下文再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点

应在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黄

帝时代，距今大约 ５５００ 年；终点应在清末民国时代。
要确定中国思想史的起点，先要确定六经记录

的历史起点和终点。 六经是公认的中国最古老的历

史文献，是中国古代全部主流思想文化的源头。 根

据最近百年的考古成果，结合古代传世文献，找到六

经记录的历史起点即中国思想史的起点本不困难。
但由于周朝王官在最终编订、颁行各自负责的经书

时，对华夏文明史起点的看法不一，所以中国思想史

的起点到底在哪里，反而成为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笔者曾推测周朝王官颁行六经的大体时间谅不

晚于鲁昭公时期⑤，那么从逻辑上反推，六经记录的

历史终点谅不晚于鲁襄公时期。 这一推断无论怎么

论证，都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本文采取一个最简单

的论证办法，以节约文字和读者的时间与精力。
《春秋》《左传》均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５１８ 年），周天王庶子王子朝起兵叛乱，争夺王位，二
十六年兵败，遂裹挟大量王官和王朝典籍逃到楚国。
那么六经全部颁行于天下，不可能晚于王子朝兵败

之年，因为王官被裹挟到楚国以后，他们就丧失了代

表王朝颁行六经的所有合法性⑥。 由此可知，六经

记录古史的时间下限谅不晚于鲁襄公时代。 鲁《春
秋》属于特殊情况，鲁《春秋》本与列国《春秋》一样，
本国历代史官记录，经王朝史官统筹并审核，由列国

史官自主颁行于本国。 但周鲁最亲，鲁国遵守周礼

最严，其地位一直远远高于列国，故鲁《春秋》记录

历史的截止时间晚至鲁哀公十六年 （公元前 ４７９
年），此后《左传》遂有传无经，非常特殊。

真正的难点在于确认六经记录的历史起点。 周

朝王官在记录整理并最终颁行六经⑦时，史官将五

帝时代早中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的历史如《黄帝

书》《颛顼书》 《帝喾书》之类剔除了⑧，于是中国正

史始于《虞书》记录的尧舜时代，由此形成了周朝正

统史学，并一直影响至今。 但周朝乐官的《乐经》却
将中国教化嗣君诗乐作品的起点确定为黄帝时代的

《大卷》 《云门》⑨。 考虑到春秋君子无不视六经为

史书⑩，并不仅仅视《虞书》 《夏书》 《商书》 《周书》
四《书》为史书，那么中国正史、诗教史、书教史、乐
教史、礼教史等均应始于黄帝时代。 周朝史官、乐官

此举明显互相矛盾。
按照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国学教育传

统，春秋时代的乐教应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是诗乐实践教育。 如《左传》记载，春秋列国所有的

外交场合都必有诗乐节目，列国官员对“周乐” （包
括“古乐”和“新乐”，周代官方认可并采用的先周和

周代诗乐）十分熟悉；《论语》记载孔子弟子子路曾

经在孔子帐下弹琴，子游主政鲁国武城时曾经用诗

乐教化当地人民等，案例很多。 只是到了战国时代，
中国已经完成了世俗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个完全

世俗化的国家。 新兴的贵族官僚们对那些多有宗教

色彩、少有娱乐意味的九代“古乐”普遍缺乏兴趣，
而对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多有人间烟火气、娱
乐性又很强的“新乐” “郑声” “郑卫之音”很感兴

趣，九代“古乐”的曲谱和歌词遂在战国时代逐步失

传。 其中《诗经》的歌词，因为诗歌和诗教在春秋时

代已从乐曲和乐教中独立了出来，故传世至今，其
余包括《大卷》《云门》在内的九代歌词则均亡佚。
乐教的第二部分是诗乐理论教育，教材就是 《乐

经》，战国晚期至今则题为《大司乐》。 这一史料说

明，六经并非仅仅是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之

经，而应是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之经，中国国家

文明史和思想史的起点均应在五千多年前的黄帝

时代。
《大戴礼记·宰我问五帝德》记录孔子讲述五

帝时代故事，说明即使在受到周朝正统史学的影响、
普遍以为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均始于尧舜时代的情况

下，孔子仍然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起点在更加遥远

的黄帝时代，这与司马迁《五帝本纪》、现代考古

学家关于黄帝古城的考古成果均相符。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终点，本文将其确定在

清末民国时期，而不是最近百年学者普遍确定的鸦

片战争之前。 清末民国已经作古，当时流行全盘西

化，国家并无像样的治国思想，仁人志士、乡野村夫

无不救亡图存而不暇，故不得已而将其视作古代的

尾声。 从黄帝时代到清末民国时代，中国古代思想

史大约有五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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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

最近百年中国学术普遍模仿西学，分为许多学

科，每个学科又都分为若干二级、三级学科，每位学

者各持一端，深入钻研某一方向。 政、教、文、史、哲、
法等现代学科的学者们对各自学科的中国历史的分

期，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分期标准和方法，但有两点

却是共同的：其一，仿照西学以哲学为王，把哲学理

论作为中国整个古代思想文化和各自学科的理论总

纲和分期依据；其二，同时结合中国历史特点，根据

朝代兴替情况来分期，一般将各自学科的中国历史

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现

代这么几个历史时期。 这种分期方法虽然不为完全

无理，但很容易出现如下情况，就是有利于学者描述

各自学科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现象，却不太

利于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理论体系、
学术外延和发展规律，很容易让中国古代思想史、相
关学科的发展史显得“失魂落魄”，支离破碎，脉络

不清。
现代考古学家认为，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时代以

后，从国体、政体上讲，大体分为三大历史阶段：邦国

文明时代，即考古学上的古国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

五帝时代；王国文明时代，即夏、商、周、春秋、战国

时代；帝国文明时代，即秦汉至清代。 笔者以为，
清末民国时代只是帝国时代的尾声，是一个特殊时

期。 由于中国远古的邦国、王国都由氏族部落演化

而来，而且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深度的民族融合，后世

一直没有间断，各民族之间都具有非常深厚而复

杂的联系；中国的自然环境又相当优渥，生活资料相

当丰富，统治者不必采取欧洲那样极其野蛮残忍的

治理方式获取私利，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一

直大体上分为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即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阶级，周代至清代分别称为“君子”和“小
人”，孟子分别称为“劳心者”和“劳力者”。 社会上

层就是负责治理国家、不事产业，主要创造思想文化

的贵族官僚阶级；社会下层就是从事农、工、商，主要

创造物质文化的平民阶级。 古代奴隶多为异族战

俘、本族罪犯及其后代，因贫为奴者不多，奴隶总人

数一直很少，从来就不足以构成一个阶级。 中国除

了西藏地区（因为气候极其寒冷，农耕非常艰难，物
产极其稀少，生活资料难得，不奴役他人就难以生

存，而曾经像欧洲那样实行过野蛮残忍的奴隶制）
以外，其他地方虽有少量的奴隶，但从来就没有真正

实行过欧洲历史上那种奴隶制———中国古代从事工

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即农民、
手工业者和商人。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古代五千多年，三大历

史阶段，长期分为治理国家的社会上层和具体创造

物质财富的社会下层两个阶级。 在古代，任何国家

或民族，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
都不可能是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和奴隶，而是社会

上层。 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才是主流意识形态，社
会上层的思想文化才是主流的思想文化。 因此，在
古代中国，君子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才一直是中

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而小人的意识形态

和思想文化从来就不是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所以《尚书》 说：“尔惟风，下民惟草。” 孔子在《论

语·颜渊》中也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
这就是“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

那么在中国古代五千多年中，书写中国思想发

展史的君子的思想文化，主要内容是什么，核心思想

是什么呢？ 这要从古代五千多年历代君子的职业、
职责说起，这样讨论起来比较简单。 《论语·子张》
记载子夏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

道。”又说：“（百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

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百工即手工业者，他们聚居

在城中的“肆” （居所兼手工业作坊）里，互相观摩，
互相学习，互相超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求

手工技艺的日益精进，旨在创造更多的财富。 子夏

没有提到农民，这是因为古代农民一直住在城外，农
业技术传承一直到现代国民教育发生之前，从来就

没有成为一个教育体系，而长期依靠父子兄弟代代

相传。 治国君子则聚居在城里，活动在城中朝堂、庙
堂、礼堂、学堂上，现任官员实际参与治国，候任官员

学习治国理论，卸任官员评价治国情况。 可见古代

社会上层的根本任务从来就只有一个，就是治国富

民；古代社会下层的任务从来也只有一个，就是实际

创造物质财富。 孟子将古代这种社会分工总结为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因此古代治国君子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治国富民，同时让自己按照天下

公认的准则（具体准则，时代不同会有所变化），获
取有限的私利，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声望、
历史地位等。 孔子将治国君子的这一核心任务以及

由此产生的基本思想、行为方式总结为“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孔子推崇的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利人利己的治国实践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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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总之，君子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取私利，这就是中

国古代五千多年历代君子的意识形态、基本思想和

终极目标，这就是中国古代无比繁杂的思想文化的

根本大纲、核心思想、基本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代主

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
因此，给中国古代思想史分期，其实就是给中国

古代君子的思想史分期；给君子的思想史分期，其实

就是给中国的治国富民思想史分期。 我们甚至可以

更加明确、更加直白地说，中国古代君子治国富民、
有限利己的治国之学，才是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

和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和灵魂所在。 因此本文主

张，将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成熟与否、是否具有独创精

神、是否发生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等这个非常简单

的标准，作为中国古代十分漫长而又无比复杂的思

想史的分期依据。 我们应该摒弃最近百年中国学术

界普遍照搬、模仿西学以哲学为王或简单根据王朝

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僵化做法。 现代政、教、文、史、
哲、法等学科，都只是中国治国之学在各自方面的具

体化、专门化的学问，均不足以统领中国思想文化，
相反，这些学科的发生史和发展史，实际上均以中国

治国思想理论的发生史和发展史为基本依据。
按照上述分期依据，笔者拟将中国古代思想史

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第一，五帝、夏、商、周、春秋九

代时期，前后大约 ３０００ 年，主要依据是，中国最早的

治国理论“先王之道”产生并定型，并对后世中国产

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无比深远的影响；第二，春秋战国

之交大约 ８０ 年，主要依据是，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

创造了一种新的治国之道即“新王之道”，并成为汉

代至清代治国理论的核心；第三，战国时代大约 ３００
年，从孔子去世到汉武帝之前，主要依据是两种“王
道”都已式微，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

家主要是为了寻求国家统一，但最终目标还是为了

治国富民；第四，汉武帝至清代大约 ２０００ 年，主要依

据是历代学者博采众长，各有发展，但始终以“先王

之道”特别是“新王之道”为治国思想理论的核心；
第五，清末民国大约 ５０ 年，主要依据是中国传统治

国思想理论全部被抛弃，上流社会完全从西方寻找

治国理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具有全盘西化倾向。
下文略作说明。

三、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五个历史时期

１．九代 ３０００ 年：“先王之道”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

秋九代约 ３０００ 年，即九代“先王之道”时期，这是中

国治国思想理论的发生期和定型期。 其具体时限，
起点为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

黄帝时代，距今大约 ５５００ 年，终点为春秋晚期鲁昭

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５１９ 年）。 如此确定终点的主

要理由是，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开始设帐授徒，
并创造“新王之道”，而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和战

国时代早期，正是孔子师徒祖孙创造“新王之道”的
历史时期。

将整个九代 ３０００ 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

发生期和定型期，笔者主要的理由如下所述。
其一，九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治国方式均为人

神混杂、政教合一，与战国至今的后九代明显不同。
笔者以前在研究中国世俗化历史时，曾根据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是否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是否

实行政教合一这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将中国古代五

千多年文明史大体划分为两大时期，即五帝、夏、商、
周、春秋九代时期和战国至今后九代时期。 九代时

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

实行政教合一；后九代时期则人神揖别、天人两分，
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宗教政治退离中国政治舞

台的中央，而仅仅成为民间信仰。 其中，春秋战国之

交即九代、后九代之交，就是中国发生上述巨变的关

键历史时期，既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也可以

兼属九代、后九代两个历史时期，情况非常特殊。 后

来笔者在研究中国五千多年的诗教史、书教史、礼教

史、乐教史等专门问题时，也根据各自问题的发展规

律，将九代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界多有同仁

表示认可。 可见，从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的重大转

化的角度，将九代大约 ３０００ 年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

期，有其合理性。
其二，在黄帝时代，国家治理就已成为一门深奥

的学问，以至需要王官专门教化嗣君，以备嗣君未来

治国之用，国学学堂因此产生。 黄帝时代的诗乐作

品题目《大卷》《云门》侥幸保存在《周礼·春官·大

司乐》中，可与孔子《五帝德》、司马迁《五帝本纪》以
及近年出土的黄帝古城文物互证。 《虞书》记载，舜
帝嗣位，随即任命夔做诗乐教官，负责“教胄子”，即
教化嗣君，那么夔就是国学学堂的教官即王官，“胄
子”嗣君就是国学学堂的学生，其教学之所就是国

学学堂，也就是朝廷的庙堂、朝堂、礼堂。 这些史料

说明，五帝时代即有教化嗣君的国学学堂和研究治

国之道的国学学问。 《礼记》 《大戴礼记》所汇编的

古文记载，周武王驾崩后，周成王嗣位，但新君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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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仍需要正常接受国学教育，周公就经常亲自过

问成王的受教情况。 大小《礼记》虽然成书于汉初，
但未必需要向壁虚构，谅必有所依据。 大小《礼记》
和《左传》多有关于周代大夫举办家学、诸侯举办乡

学（乡校）、天王举办国学的记载。 孔子虽是商汤苗

裔、微子之后，但家道中落已久，只是鲁国一位下大

夫的庶次子，身份卑微。 大约在鲁襄公时代晚期、鲁
昭公时代早期，孔子接受孔氏家学的蒙学教育，并没

有机会上鲁国乡学、天王国学，故至 ５３ 岁时才侥幸

做官。 这些史料均可证明，九代时期，贵族官僚如

何治理国家已经成为大学问，历代政府均需举办国

学，专门培养候任官员，以备他们未来按照“先王之

道”有效治理国家。
其三，九代先王治国历史的主要成文记录，也就

是六经，就最终定型、颁行于春秋时代晚期的鲁襄

公、鲁昭公时期，其中《诗》 《书》 《礼》 《乐》大约定

型、颁行于鲁襄公时期，《易》《春秋》定型、颁行于鲁

昭公时期。 六经之中，前五经由周朝王官（史官、乐
官、礼官、卜官等）直接系统记录、整理、编辑、定型

并颁行于天下，《春秋》则由列国史官各自记录、整
理，并经周朝史官审定，然后各自颁行于本国。 列国

《春秋》均有西周史、春秋史两部分，其西周史部分，
可能因为多与《周书》重叠，重要性下降，久而久之

亡佚。 其春秋史部分积累大约两百年，已经相当厚

重，至春秋时代晚期，终于引起王朝史官的重视，可
能经过王朝史官统筹协调甚至亲自审核，允许列

国史官将本国《春秋》各自颁行于本国。 因为有孔

子师徒代代相传，故鲁《春秋》独存。 他国无此幸

运，故列国《春秋》均亡佚。
其四，记录九代治国历史的六经文本，如果从历

史学上讲，春秋君子均称“先王陈迹” “周召之迹”；
如果从治国理论上讲，春秋君子则称“先王之道”
“文武之道”。 “周召” “文武”均借代古代先王，这
是周人的语言习惯，旨在语言简洁而活泼。 六经文

本定型传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基本的治国理论乃至

基本的思想文化至此定型，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

的重大事件。
现代考古学资料很难提供九代治国理论的证

据，传世文献则对九代治国理论有所记录。 由于古

人读书全靠记诵，文字记录又极其艰难，所以古代文

献记录的治国理论往往极其重要，弥足珍贵。 《论
语·尧曰》篇误收了孔子弟子摘录以备记诵的春秋

时代鲁国传写本《虞书》的片段，记载尧舜禅让

时，均叮嘱各自的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你如果让天下百姓困顿贫穷、缺衣少食，那么上天给

你的禄位就永远没有了。 尧舜叮嘱各自受禅者的话

说明，九代治国君子有无俸禄，有多少俸禄，最终要

由平民百姓是否富裕、富裕程度如何来决定，这就是

九代最重要的治国理论，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全

部治国理论的核心。 古人书写不便，只会抄录他们

认为非常重要的文字。 由此也足见，孔子弟子认为

尧舜叮嘱受禅者的八个字，揭示了先王治国理论的

要点：君子治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富民，即让四海苍

生都衣食富足，这才符合天意民心，这样的君子才有

“禄”。 如果治国君子居然让芸芸众生生活困穷、
缺衣少食，这就违背了天意民心，“天”就会完全

剥夺治国君子的所有好处。 君子如果想让自己获取

私利，就要首先让四海苍生获取公利。 后世周公创

造的“礼学”理论，孔子创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的“利人利己”学说，其理论源头就都在

尧舜这里。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远古口传史兼成文

史，援引《虞书》，传说舜帝治理天下时，严厉惩罚

了侵占他人剩余财富的四个方国的祭司酋长，古人

称为“四凶”；重点奖励了公道、公平、公正分配方国

财富的十六个祭司酋长，古人称为“八元” “八恺”。
这说明，早在九代时期，社会剩余财富之多就已严重

扰乱了部分君子的正常心智和行为，部分祭司酋长

已经开始铤而走险，侵占他人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治理自然已经比较艰难，治理国家已经成为专

门的学问。
《左传·文公十八年》还记载，周初周公亲著的

《周礼》规定：“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
以食民。”要求国家根据古代圣王治国富民的行事

规则考察当下治国君子的道德，根据当下君子的道

德付之以治国富民之事，根据君子治国富民之事考

察其功劳大小，根据君子的功劳大小即苍生富裕程

度确定其私利的多寡。 周公这十六个字与尧舜的

八个字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尧舜强调君子食

之于“天”，颇有政教合一的神秘色彩；周公则强调

君子食之于“民”，宗教鬼神色彩较少，这与时代进

步有关，也与西北羌戎一直较少鬼神信仰有关，还
应与商人重视鬼神、藐视苍生最后亡国的惨痛教训

有关。 其二，尧舜强调治国富民的结果，周公不仅强

调这一结果，还具体讲了物色官员、任用官员、考察

官员的富民政绩、给予官员粮食作为报酬的全过程。
其三，尧舜、周公都强调根据治国君子富民的功劳，
赋予治国君子以私利，都没有论述根据君子与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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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宗教身份和政治身份赋予其相应的私利，即孔

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说明五帝夏商

周时代，治国君子为了私利不顾一切的情况还比较

少见。 中国最早出现海量剩余财富，与钢铁文明的

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出现钢

铁文明，春秋时代铁器普及，大量土地被开垦，土地

产出大增，手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商业非常繁荣

（孔子弟子子贡就是大商人），于是天下出现海量剩

余财富。 贵族官僚为了获取海量财富，已经到了弑

君弑父、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所以孔子强调要“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子各按自己的政治身份

和等级地位获取相应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得

僭越。 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
以尧舜、周公的治国理论为代表，五帝、夏、商、

周、春秋九代的治国思想理论，整体上看，还属于

“论功行赏”的理论。 这一理论实际上承认社会有

剩余财富，承认出现了贫富、贵贱、贤愚的阶级分化，
有了君子、小人之分，认为国家需要君子来治理，只
要君子治国有功，让苍生富裕，君子就有权获得相应

的私利。 与之后的治国理论相比，尧舜、周公的治国

理论，对如何约束君子没有系统论述，这很可能与当

时生产力水平还不太高、社会剩余财富还有限、君子

面对剩余财富尚能自持有关，也与治国理论草创时

还比较粗疏有关。 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社会剩余财富越来越多，当剩

余财富多到让许多君子都发狂时，尧舜、周公那种

“论功行赏”的治国之学恐怕就难以为继了，而必须

设法严厉约束君子的获利行为，贵族和平民双方的

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那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就

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
２．春秋战国之交 ８０ 年：“新王之道”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二个时期，为九代、后九代之

交，即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合力创造

孔学的历史时期。 起点为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５１８ 年），这年五月份孔子开始设帐授徒，标志着孔

子开始创造孔学。 根据《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左
传·昭公七年》记载，孔子设帐之年，就是鲁国公卿

孟僖子去世之年。 孟僖子曾跟随鲁侯访问楚国，参
加章华宫的落成典礼。 因为不懂周礼，没有学问，孟
僖子一路大失颜面，深以为耻，所以临终遗命二子

（孟懿子、南容）师从孔子学习周礼，故孔子得以设

帐。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推算，孟僖子卒于鲁

昭公二十四年二月。 按照周礼确定的新的“三年之

丧”，卿大夫丧期为三个月份，不必足月，那么丧期

应该于四月底届满，五月份孟懿子正式嗣位为公卿，
孔子开始设帐，南容成为孔子最早的帐下弟子之一，
孟懿子成为孔子最早的帐外弟子和政治经济的实际

赞助人。 在笔者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对孔子设帐

时间最准确的推定。
这一历史时期的终点应为周考王二年（公元前

４３９ 年）左右。 《论语》成书标志着孔学最终创造完

成，但究竟何年《论语》成书，史料阙如，难以定论，
不过仍然可以推测一个最有可能的时间段。 《论
语》最终的编辑者应该是曾子弟子，而曾子弟子编

定《论语》最可能的时间，应该在曾子去世前后，故
笔者以前假定曾子去世之时即为《论语》成书之时。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前言》推定曾子卒于周考

王二年，由此算来，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合力创造孔

学，从 孔 子 设 帐 到 《 论 语 》 成 书， 前 后 耗 时 大

约 ８０ 年。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将孔学并入儒学，再将

儒学并入子学，以与古代六经相对而言。 李学勤先

生也曾主张，只有六经之学才是真正的经学，包括孔

学和战国子学在内，均为子学。 冯友兰先生主张，秦
汉以前均为子学，秦汉以后均为经学。 三位大学者

各有道理，其共同之处是，认为孔学并没有汉代至今

的世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孔学时期不足以单独作为

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历史时期。 但是本文主张将孔学

时期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其一，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称孔子之道为

“新王之道”，显然是将孔子之道与九代“先王之道”
相对而言。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汉武帝采纳其建议，从此影响后世中国两千多

年。 中国文化被视作儒家文化，即与孔学“新王之

道”有别于“先王之道”的特质有关，也与孔学对后

世汉唐“汉学”、宋明“理学” “心学”、清代“朴学”
“汉学”的影响有关。

其二，孔学对“先王之道”有五个重大理论创

新。 第一，九代治国无不实行政教合一，孔学主张

实行世俗政治，孔学遂成为战国至今后九代中国主

流意识形态和治国思想世俗化的标志性转折点。 第

二，九代要求所有君子治国富民，孔学则主张，如果

君子实在无法实现理想，可以宽恕自己，同理亦可宽

恕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孔子恕道

的本意，才是后世治国者理解并认可的本意，后世经

师学者无限抽象化的恕道乃后世经师学者之意。 第

三，周代认为所有贵族官僚都是君子，孔学则认为，
只有真诚并且终生治国富民者才是仁德君子，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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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第四，春秋君子推崇所

有的“先王之道”，孔学则认为，不取任何私利的五

帝之道（孔子等春秋君子均误认为只是尧舜之道，
而且均误认为尧舜不取任何私利）和自私虚伪的春

秋之道均不可取，只推崇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
周公六君子的利人利己之道。 第五，君子获利的依

据，九代先王均主张“论功行赏”，孔学则主张“按位

取酬”，以维护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 有此五大理

论创新，孔学的确称得上是“新王之道”，可与“先王

之道”并称。
其三，战国子学在理论上实际主要有两大来源，

一是六经，二是孔学，足见孔学地位堪比六经。 如将

孔学并入子学，则掩盖了孔学的经学地位。
其四，由于六经文献繁杂，汉代开始学者学习六

经文献的难度就已经很大，而且到了新时代，六经治

国理论显示出上述不足，孔学有上述长处，所以汉代

至清代的实际治国理论，多以孔学为核心指导思想。
即使如今，孔子和孔学也是中国五千多年传统思想

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将孔学单列，方可显示其非同

一般的历史地位。
３．战国时代 ３００ 年：子学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三个时期为战国子学时期，起
点应为《论语》成书之年，即杨伯峻先生推定的曾子

去世之年、周考王二年（公元前 ４３９ 年）前后，终点

应为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原
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年，即汉武帝元光元

年（公元前 １３４ 年），前后大约 ３００ 年。 我们常讲的

战国子学时期，其实应该包括汉武帝之前的汉初 ６０
多年。

《韩非子》记载孔子之后，儒学一分为八，颇为

复杂。 今观传世文献，孔子徒子徒孙中，实际上只有

曾子一派才真正继承了孔子“新王之道”的衣钵，
其余弟子大多去创造新的治国学问、探索新的治国

之道去了，因为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解决天下如何

统一的问题，所以开创了纵横家、法家、兵家等不同

学派。 六经颁行天下，王朝典籍被王子朝裹挟到

楚国，孔子去世大约百年以后，宋国创造了墨学，楚
国创造了道学，可见战国子学实际上都是对“先王

之道”“新王之道”的继承、发展、分化、细化和异化。
汉代以来，儒学的地位一直远远高于子学，中国文化

或称为儒家文化，确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时代至汉初，六经之学和孔子之学实际上

均未成为定于一尊的治国之学，各种各样的治国理

论非常多，列国诸侯亦根据实际情况而各有选择，其

中最主要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 司马谈

《论六家之要指》指出，六家虽言人人殊，但殊途同

归，其实均为治国之学。 司马谈虽然只举了六家的

例子，并非表示战国子学只有六家；虽然只说六家为

治国之学，其实是泛指所有子学最终均为治国之学。
也就是说，战国子学的本质属性与六经之学、孔子之

学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既洞察

入微，又高屋建瓴。
４．汉代至清代 ２０００ 年：经学时期

中国思想史的第四个时期，为汉代至清代的经

学时期，亦可称为儒学时期，起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

（公元前 １３４ 年），即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之年，终点为清宣统帝逊位之年，即辛亥革命结

束帝制、建立共和之年（１９１１ 年），前后 ２０４５ 年，举
其成数，就算 ２０００ 年。

汉代以孔安国、郑玄为代表的官方学者，进一步

编辑整理研究六经，如汇编《虞书》 《夏书》 《商书》
《周书》四《书》为《尚书》，吸收孔学研究六经的成

果，一字一句解读先秦经典，阐发六经的义理，形成

以孔学为核心的汉代儒学，这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

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治国指南。 魏晋南北朝天下

大乱，儒学初衰，唐代以孔颖达为代表的官方学者，
对儒家经典又作出官方解释，恢复汉学传统，恢复以

儒学为官方思想理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五

代十国战乱频仍，儒学再衰，宋代学者为光大儒学、
一统天下，遂另辟蹊径，创造理学（新儒学）。 宋元

天下又乱，儒学三衰，明代学者为发展儒学、安定天

下，遂创造心学，使之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文化。 宋明

学术虽对儒学发展有所贡献，然有三大弊端：其一，
好发宏大议论，不免流于空疏，故清初学者顾炎武、
王夫之等严厉批评其空疏误国。 其二，儒学原本主

要是治国富民之学，注重事功是其当然的本色和根

本的目的，宋明学者却逐步将儒学演变成以修身

养性为主之学，中国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遂由外向

转而内敛，由注重事功转向注重修身养性。 其三，宋
明理学、心学要求治国君子不取任何私利，这完全违

反了人性，完全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是利人利己的

“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唐汉学的历

史大倒退，导致明清两朝双重人格的伪君子层出不

穷，可谓贻害无穷。 清代学术虽痛改宋明空疏、内
敛、去物欲三大弊端，恢复汉唐儒学朴实传统，注重

研究先秦典籍，号称朴学（汉学），然而又太注重“小
学”，对“大学”之道关注不够，而且太讲门派师承，
反而有失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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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清代的治国实践和思想理论，虽然不断

吸收了历朝历代各家各派许多新的学问，但始终都

是以孔学为思想理论核心的儒学，故世界各国均认

为，中国文化为儒家文化，孔子和孔学成为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汉代至明代，中国长期是

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科学技术亦长期位居世界最前

列，说明这一时期的治国思想虽然并无太多建树，但
治国实践成就非凡。

５．清末民国 ５０ 年：西化时期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五个时期为清末民国时

期，具体时间为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年，为了方便记忆，就算

５０ 年。 这一计算方法与上文将清代终点确定在

１９１１ 年有所重叠，但是别无办法，因为历史发展从

来不会“齐步走”。 １９０５ 年，袁世凯、张之洞上奏清

廷，要求废除科举，一心一意办好新式学堂。 随即清

廷发布上谕，宣布从次年开始废除隋唐以来实行了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废，则绵延五千

多年培养候任官员的国学学堂必废。 １９１２ 年，民国

政府首任教育长官蔡元培要求废除尊孔读经，于是

古代治理中国五千多年的治国之学亦废除，成为少

数学者的书斋学问。 中国遂效仿西式学堂设置现代

学堂、现代学科，实行国民教育，其培养对象为平民

百姓，培养目标为国家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并非特

意培养治国理政的官员。
宋明新儒学、心学有上述三病，其不适应国家治

理新形势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但宋明时代世界各

国大多原始落后，许多国家甚至还未产生，尚处在部

落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未变，经济总量仍

然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一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

之一。 但至清末民初，西方已经发生两次工业革命，
早已弯道超车，后来居上，而中国仍然沉浸在传统农

业、手工业、商业帝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所以当西方

海盗携带坚船利炮和思想文化反复入侵中国，中华

民族面临灭文灭种的现实危机时，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遂轰然倒塌。 于是清末民国先贤无不痛心疾首，
因此不免矫枉过正，愤而将中国古代一切思想文化

甚至包括汉字在内，均视为必须废弃之物，主张全盘

照搬西方。 许多基本不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中国思

想文化实际情况的理论主张，就都来自这一特殊的

历史时期。
这里需要补充说几句话。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学术界一直习惯于将其划分为

近代、现代两个历史时期，其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政

治结构的改变，其客观依据主要是王朝兴替。 这样

分期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过于琐碎，格局太小；二
是没有反映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变化。 清末民国时期

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与古代五千多年的

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不同，下与中国当代的主

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迥异，万不得已，只能将其视

作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后的回响，而且是杂乱无章

的回响。 这就是本文坚持将清末民国时代单独作为

一个历史时期的原因。

结　 语

综合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得出

以下的结论。
其一，治国富民、有限利己的王道思想，才是中

国古代五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主脉

和灵魂。 这一根本的思想理论， 《商书》 称为 “王

道”，周公称为“礼”，春秋称为“先王之道”，孔子称

为“仁”和“礼”，董仲舒分别称为“先王之道”和“新
王之道”，汉唐称“汉学”，宋明称“理学”“心学”，清
代称“朴学”“汉学”，汉代至今通称儒学，名称虽异，
本质实一：治国富民，有限获利。 这八个字，就是中

国古代五千多年王道思想的主脉和灵魂。 从这个角

度来讲，造福苍生，孔子称为仁学；有限利己，孔子称

为礼学。 仁学亘古不变，礼学则需与时俱进。
其二，中国古代礼学思想变化的依据，本质上由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 礼学思想和礼法制度发

展变化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而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社

会剩余财富的积累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剩余

财富其所以海量增加，是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导致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非常明确地

说，过去五千多年中，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总是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礼学思想的发

展和变革。
其三，仁学思想亘古不变，礼学思想的变迁则反

映了过去五千多年中国的兴衰存亡、朝代兴替。
九代“先王之道”曾成功治理远古中国大约三

千年，并给中华民族的每个子孙都深深地烙下了中

华思想文化的印记，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世界绝大多

数文明体以千年计，“先王之道”当然功不可没。 尤

其需要关注的是，“先王之道”的裕民思想，实际深

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全部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之所以

在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夺目，实行裕民政治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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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原因之一。
到了九代晚期的春秋时代，铁器已经普及。 铁

制工具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乃

至思想文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海量的社会剩余

财富。 这些海量剩余财富已经完全唤醒了几乎所有

治国者的贪婪之心，贪婪的统治者遂将社会政治秩

序完全冲垮，土地兼并无处不在，井田制彻底崩溃，
“论功行赏”的“先王之道”已不再适合治国。 所

以在春秋时代晚期，九代六经最终定型并颁行于天

下时，“先王之道”的仁学思想部分即富民理论虽然

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但其礼学思想部分即

“论功行赏”理论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也就是说，
在“先王之道”定型时，它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故

孔子一派创造了力主“按位取酬”的“新王之道”，旨
在维持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而保障劳心者和劳

力者双方的根本利益。 但从孔子到汉武帝之前的

三百年，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统

一国家、安定苍生，天下诸侯及其帝师王官即诸子百

家，当下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国家（长远目标当然还

是为了富裕苍生，并让自己和子孙获取相应的私利，
故司马谈认为子学仍然是治国富民之学）。 对当下

急切统一天下无所贡献的“新王之道”，三百年中始

终无法派上用场，儒学只得勉强传承，气若游丝。
从汉武帝到清代，中国治国之学的富民目标始

终未变，其礼学思想部分则长期保持了博采众长、自
我革新、不断调整发展的优秀传统，这是儒学能成为

汉代至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主脉的根本原因。 但儒学

的这种自我调整和发展，只有在相对封闭、华夷一家

的传统中国才起作用，而难以面对激烈动荡的全球

化和工业化，更难以面对完全不同的人种和文化。
到了近代，中国被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反复杀戮

抢掠，古代治国思想的不足开始暴露：由于中国古代

自然环境优渥，故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一直非常

发达，汉代至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高达世界经

济总量的 ３—８ 成。 加上中国的民族环境亦相当优

渥，先民早在邦国时代之前就开始了民族大融合。
所以从整体上看，与自然环境、民族环境都十分恶

劣，生存极其艰难，不得不实行野蛮的奴隶制和海盗

制，不得不发展现代科学的欧洲相比，中国古代政府

和学者深入琢磨治国之道，尤其到了帝国时代后期，
长期过分注重社会秩序，压抑了社会活力，长期忽

视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对创造财富的巨大作用，
缺乏发展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的内生动力。 这是古

代思想文化到明清两代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地方，也

是清末民国西化思潮的唯一合理解释。
其四，中国过去五千多年，礼学思想的调整发

展，总是大大落后于时代，大大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和剩余财富的积累速度，其原因就是，古代治国

者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后，为了维护自己远远超出礼

法规范的既得利益，阻止礼学思想和礼法制度的变

革发展，最后让统治者自己乃至天下苍生、国家民族

都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所谓王

朝兴替，所谓“历史周期率”，根本的原因都在这里。
中国古代以治国之学为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

欧洲古代以哲学和科学为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各
因其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经济发展状况、民族融合

程度、社会政治结构而产生，各有长短。 我们今天讨

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期依据和分期结果，只是想

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尽可能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
尽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无任何主观上的褒

贬抑扬之意。

注释

①近几年仍有学者坚称中国国家文明史始于尧舜时代，甚至始于夏

代。 说中国国家文明始于尧舜时代，这是受到周朝史官的错误影响，
不知六经皆书，忽略了《虞书》之外的史书；说中国国家文明始于夏

代，是因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国史学界全盘复制西方历史学说，完全

套用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按照欧洲模式强行给中国古代史分期，
认定中国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即所谓奴隶制时代）。 而且这两

种史观，不了解或未考虑中国现代考古成果，完全不值得辩驳。 ②孟

子一生反复总结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孟子》还特意用

“卒章显志”的方式，系统总结了这一规律，以提醒后世子孙。 司马

迁、韩愈等均反复总结这一规律。 后世学者多把这一规律叫做“道
统”。 “道”即《商书》所谓“王道”（“王道荡荡”），春秋君子称“先王

之道”，董仲舒称“先王之道”“新王之道”。 这些文献都极大地启发

了我们，让我们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主脉。 ③
１２０００ 年前的旧石器和原始农业手工业，催生了舞阳文明；９０００ 年前

舞阳文明的新石器和村社，催生了 ５５００ 年前黄帝的邦国；夏代的青

铜器，催生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的王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铁器，既
让中国进入后世 ２０００ 多年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也让汉代以后的中

国长期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明清两代错失工业现代

化的先机，中国几乎亡国，遂愤而抛弃中国的一切。 古代五千多年中

王道几经沉浮，几经变革，大凡王道思想理论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就“王道荡荡”，不适应则“王道”式微。 王道的命运和自身的发

展调整，实际上一直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剩余财富积累程度、社会政

治关系和谐与否来决定。 ④周代之前治国者并无通名，平民则通称

“下民”，周至清代通称治国者为“君子”“人”等，平民则通称“小人”
“庶民”“民”“氓”“百姓”等。 可检索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十三经索

引》。 叶圣陶主编：《十三经索引》重订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 ⑤
六经颁行时间的考证，详见吴天明：《论国学》，《中州学刊》 ２０２４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１８—１３１ 页。 ⑥王子朝裹挟王官和典籍逃走之后，周王

朝就再也不是天下思想文化的中心了，鲁、宋、楚成为新的中心。 后

来鲁国创造儒学，宋国创造墨学，楚国创造道学，而周王朝再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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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创造，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⑦从战国时代的子夏、孟子直至如

今，学者长期认为孔子最终确定了六经，故一直有“孔子成六经说”，
但历史事实是，“成六经”者为周朝王官。 详见吴天明：《“孔子成六

经说”考辩》，《学术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９—１４０ 页。 ⑧剔除的

原因，司马迁《五帝本纪》称，是因为“不雅驯”，就是五帝时代早中期

历史记录，后人经常难以理解，如“黄帝二十五子得十二姓”“君子重

孙不重子”之类，可能春秋君子就难以理解了。 现代用人类文化学

和民族学的方法，均可给予科学解释。 ⑨中国在春秋时代以前，贵族

官僚一直无视民间音乐和音乐教育活动，春秋时代才开始有所变化。
故乐教这个概念并非泛指所有的音乐教育活动，而只是对候任（国
学学堂的学生）、现任、卸任治国官员进行的治国教育其中的一种。
详见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６—１３８ 页。
⑩春秋文献均称六经为“先王陈迹”，《荀子》称六经为《书》，清代学

者称“六经皆史”，看法始终一致。 周朝王官确定六经时，除了

《书》《乐》矛盾以外，其他自相抵牾者还有：《诗》只收周代华夏列国

之诗，先周古诗和周代蛮夷戎狄之诗一律未收；《易》只收《周易》，先
周古易如《连山易》等一律不收；《礼》只收《周礼》 （《左传·文公十

八年》记载，周公亲著《周礼》），先周古礼及周代蛮夷戎狄之礼也一

律不收。 周朝王官此举，说明他们颁行六经，旨在统一周朝天下的主

流意识形态和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 春秋时代，诗可如古代那样

歌舞，也可单独朗诵，故诗和诗教得以独立。 大量传世文献记载，
中国最早的官方乐教作品就是黄帝时代的古乐《大卷》《云门》等，这
些作品一直流传至春秋时代。 详见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６—１３８ 页。 孔子在讨论治国之道时，有时又

从尧舜时代说起，说明他的看法并不坚定。 好在现代考古成果足以

证明，黄帝时代是中国国家文明的起点。 何为五帝，古来争论不

休，正好说明邦国时代的可靠性，这与何为春秋五霸而争论不休的情

况相似。 五帝时代群星灿烂，哪五颗“星”最亮，古人见解不一。 本

文采取荀子的见解，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 一三五七九

古来常为极数，故古人常常有意凑足极数之数（含极数的倍数如三

十六计、三百篇等）。 以上只是考古学家的大体分期，不可能尽善

尽美，因为历史发展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邦国时代后期的尧舜时代

就具有王国时代的部分特点（如舜帝处罚“四凶”，奖励“八元” “八
恺”），王国时代后期的周代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如天下所有诸侯

都必须得到周天王的认可方有合法性，大国上卿都必须由周天王亲

自任命，诸侯只能任命自己的下卿，礼乐征伐都必须出自周天王

等），只是周代中央集权的集中度不如秦汉至清代那么高而已。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最早的民族融合，是八千多年前，原本生活在黄河

上游渭水流域西北羌戎的一支少昊氏，从黄河上游发展到黄河下游

的太昊氏地界，最终成为东夷族系的新首领，故史称少昊氏。 这种融

合发展至西周时代，周初周公召见天下诸侯时，天下所有诸侯，包括

蛮夷戎狄，均自愿臣服于“周”即“华夏”（所以西周时代春秋初期实

行了有限中央集权，《左传》中尚保存了“周”即“华夏”的古意）。 西

周之后，虽然蛮夷戎狄自外于“周” “华夏”，但经春秋战国五百年的

战争与和平、融合与发展，华夏与蛮夷戎狄重新融合为“汉”。 唐代

进一步融合为“中华”，清代进一步融合为“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

融合发展，自然有战争因素，但主要还是经济和文化先进的民族吸引

帮助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民族，落后民族亦一直认可倾慕先进民族的

经济和文化。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将其总结为：“远人不服，则修

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近万年以来，华夷关系固然无比复

杂，几千年以来无数学者都一直在反复研究，笔者以为亦极其简单：
华夏是经济和文化先进的蛮夷戎狄，蛮夷戎狄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

华夏，华夷古今一直都是一家。 近年所谓“中产阶级”即社会中

层，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后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无这一阶级阶层。
司马迁误读《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七年》，故其《史
记·孔子世家》将孟僖子卒年和孔子开始设帐之年，均误定为鲁昭

公七年。 《周书》记载，周武伐纣时，连续两次占卜均不吉利，武王

仍然发动进攻并大获全胜；周公去世后，伯禽将周公太庙与鲁国朝堂

分开建设，庙堂朝堂分开建设遂成为周代列国惯例；郑国子产明白砍

伐树木并不利于下雨；齐国晏子反对宗教治国。 西周春秋时代人神

两分、绝地天通的这类案例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 但即使案例再多，
也仍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九代时期人神混杂、天人交通、政教合一的基

本格局，故本文要特别强调“主流”云云。 鲁国权臣“三桓”落难，
被阳虎实际控制时，孔子拒绝了阳虎的拉拢，故受到“三桓”赏识，得
以做官。 在周朝王官系统记录之前，古史应以口述史为主，兼有少

量成文史，这与当时记录材料尚未成熟有关。 详见吴天明：《书教

论》，《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第 １６１—１６８ 页。 《国语》记
载，宋国正考父（孔子祖先）曾请王朝乐官审核十二首《商颂》的音

律，而传世《商颂》仅有七首，说明王官删除了五首。 故本文作此推

测。 列国《春秋》流传情况，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
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根据《论语》的编辑思路，《尧曰篇》当为后人

误收，至于何人何时因何误收，史料阙如，已难以断定。 详见吴天明：
《论语本意·尧曰篇》，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９ 年版。 禄：在战国以前政

教合一的时代，本指祭祀天神祖先神（二者混杂）的祭肉、主持祭祀

的权力、主持分食祭肉的权力、主持政务的权力、获取利益的权力。
在战国至今的世俗化时代，则仅指世俗的官爵禄位。 政教合一时

代天人合一，世俗化时代天人两分。 甲骨文中的“天”字，像人之形，
指死后归天的祖先，尚保存了古国时代的古意。 春秋时代鲁国传

写本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当时统称为《书》。 按照国学

传统，孔子曾用之做弟子教材，后来藏于孔子旧宅夹壁中，汉初被发

现，遂被合编为《尚书》，取上古史书之意。 详见孔安国：《尚书正

义·尚书序》，《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周公

《周礼》原文仅存这十六个字。 根据传世文献，虽然周人言必称礼、
周礼，但所引是否为《周礼》原文，已无法断定。 周公所著《周礼》大
约在战国时代失传，传世《周礼》为战国末期私人的编著，其中有多

少来自周公所著《周礼》，亦无法断定。 远古中古农民交税、官员

俸禄均以粮食计算，故“食民”即食之于民（的税收）。 例如夏人也

是西北羌戎，就较少鬼神巫术之事，此由孔子称“夏人野，殷人鬼，周
人文”可以推知。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

而远之……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

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

之……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周人经常自称夏人，其实夏人

周人都是同时代的羌戎，周人并非夏人之后。 夏代，夏人经济文化非

常发达，而周人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周人自称夏人，这是“乡巴佬冒

充城里人”。 商代的“三年之丧”丧期为二十五个月，三个年份，不
必足年。 周代的“三年之丧”规定的丧期，天子及王后七个月份，诸
侯及夫人五个月份，大夫及内子三个月份，士及其嫡妻两个月份，均
不必足月。 详见吴天明：《孔孟倡导“三年之丧”的政治目的和文化

考量》，《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９６—１０３ 页。 古代三级

政府（中央政府、封国郡县、大夫乡邑）举办国学序列，不仅免收一切

费用，还要负责弟子衣食。 孔子家贫，而且此时尚未做官，没有俸禄，
无力承担弟子的开销，没有孟氏的大力支持，不太可能设帐。 细读

《论语》，孔子对孟懿子说话一直很客气，对南容说话则完全是老师

口吻（典型例子如《论语》２．５ 章、５．２ 章），也可印证本文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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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者认为有子的弟子也是《论语》的编辑者之一，理由是《论语》
对曾子、有子均特别尊敬。 本文考虑到曾子传世语录很多且均称

“曾子”，有子传世语录很少，故推测更大的可能是曾子门徒最终编

订了《论语》。 董仲舒明里暗里将“新王之道”理解为孔子一人之

道，笔者认为“新王之道”是以孔子为主、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的合

力创造。 本文是中国思想史总论。 孔学对六经的重大理论创新，
本文只是择要言之，作者另有专论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大德”为
万世不变的治国之道；“小德”只是小长处、小名声，不可能真正治理

国家、造福苍生。 详见吴天明：《“大德” “小德”辨》，《学术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３—１２１ 页。 对后世影响最重大而深远的“（子）思
孟（子）学派”，即为曾子所传。 曾子门徒编辑《论语》时，将原始记

录中的卜子（子夏）、言子（子张）等统统改为只称其表字，笔者推测

就是因为曾子师徒认为，这些同学在先师去世后，至少部分背叛了先

师孔子，不应该继续受到特别的尊敬。 如孔子要求弟子“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行”即践行、实行、躬行（治国之

道）。 孔子所言“三人行”之“行”亦此意，与走路之类没有关系，后世

经师学者对此多有误解。 中国春秋时代以前的“书”大都是口述

史和成文史的混合体，完全的成文史很少。 后来由于铁制工具可以

大量加工记录文献的“方策”，春秋时代那些“混合体”史书，均被记

录整理成为分门别类的成文史，以至中国的口述史传统早在春秋时

代就已断绝。 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解释“书”字时，都误以为“书”仅
仅是笔、用笔书写、成文史等含义，而不知“书”还有口、口述、口述史

的含义。 可见铁器普及对促进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意义

有多么重大。 古今无数学者将这一切简单归结为西周灭亡、王室

衰微，并不可取。 最近百年中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孔子“按位取

酬”的礼学理论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是为了“恢复西

周奴隶制”，因此这一理论是反动的、开历史倒车的。 这种看法值得

商榷。 汉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按位取酬”。 “西周奴隶制”本身就

是套用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的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本文已有

论述。 至于“古”是否一定错误就更加无须讨论，因为正确与否与年

代并无必然联系。 中国历史学家早已发现了一个规律，上古、中古

时代中国社会充满活力，明清两代社会越来越压抑，说明社会秩序越

来越难以维持，孔子的礼学思想理论需要变革。 中国明代以前科

学技术虽然发达，但科学家基本上都没有官方背景，入不了主流，孔
子“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子夏“君子不为”（《论语·子张》）
一说就是对这一现象的高度概括。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ｕ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ｉｎｇｌｙ ｗａ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ｐｅｒｉ⁃
ｏ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Ｘｉａ， Ｓ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ｗｈｉｃｈ 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３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ｄ．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ｋ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８０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３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ｔｈ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ｋｉｎｇｌｙ ｗａｙ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 ｈｕｎ⁃
ｄｒｅ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ｏｕｎｄ
２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Ｍｉ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ｄ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ｈａ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ｙ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Ｋ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ｅｌｔ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ｏｆ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ｒｉｌ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ａｌ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ｃ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ａ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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